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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平台推行的“仅退款”规则在提升售后服务效率的同时，因平台单方面行使集规则制定、争议裁判

与资金执行于一体的“准司法权”，导致商家面临“货款两空”风险，平台权力扩张与商家财产权保障

的冲突有待民法回应。本文基于《电子商务法》与《民法典》，分析指出该权力已超越自治范畴，演变

为“准公共权力”。据此指出平台责任的法律基础：其一，平台违反《电子商务法》第35条对商家施加

不合理限制或条件时，需承担违约及行政责任；其二，平台行使审核权存在重大过失构成侵权，应赔偿

直接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为制衡权力滥用，提出建议：实施程序性约束(强制听证、备案审查、司法保

留扣款权)、建立分层过错认定标准(重大过失推定全责、探索惩罚性赔偿)、构建三级救济体系(内部独立

复审、第三方专业仲裁、司法最终保障)。旨在为平衡平台自治与商家权益保护提供制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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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platforms’ implementation of “refund only” rule, while enhancing after-sale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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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has led to merchants facing the risk of losing both goods and payments due to platforms 
unilaterally exercising “quasi-judicial power” that integrates rule-making, dispute adjudication, 
and fund execution. This expansion of platform authority and its conflict with merchant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urgently requires civil law intervention. Grounded in the “E-Commerce Law” and 
the “Civil Cod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such power has transcended autonomous boundaries and 
evolved into “quasi-public authority.” The legal foundations for platform liability are identified as 
follows: (1) When platforms violate Article 35 of the “E-Commerce Law” by imposing unreasonable 
restrictions on merchants, they bear contractual and administrative liabilities; (2) Platforms exer-
cising review authority with gross negligence commit torts and must compensate for direct losses 
and reasonable legal expenses. To curb power abuse, three institutional countermeasures are pro-
posed: implementing procedural constraints (mandatory hearings, filing reviews, judicial reserva-
tion of deduction rights), establishing a tiered fault determination standard (presuming full liability 
for gross negligence while exploring punitive damages), and constructing a three-level relief system 
(internal independent review, third-party professional arbitration, and judicial final safeguard). 
This framework aims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pathways for balancing platform autonomy with mer-
chant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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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现代商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关键设施。为进一步提升

平台竞争力，“仅退款”规则被国内一些电商平台(如拼多多等)采纳。这一规则最初源于对生鲜易腐、低

价值商品等特殊交易中退货成本过高问题的回应，然而，其迅猛普及化的背后，却日益凸显并激化了平

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以下简称“商家”)，尤其是议价能力较弱的中小商家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仅退

款”规则常常脱离买卖双方的合同约定，演变为平台凭借其技术和市场优势地位单方面行使的一种“准

司法权”。平台不仅单方制定规则、单方解释规则，更深度介入交易纠纷的判定过程，并直接动用预先

控制的商家资金(如保证金、待结算货款)强制执行退款决定。此过程往往伴随着审核标准的模糊性、程序

透明度的缺失以及商家申辩渠道的受限，致使商家在商品本身并无质量瑕疵或消费者存在恶意滥用嫌疑

的情况下，陷入“货款两空”的境地，财产权益面临重大风险。 
因此，深入研究“仅退款”规则中电商平台的法律地位与责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以民法基本理论为根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民法典》

合同编等相关规定，聚焦平台在“仅退款”规则中的权力行使及其责任承担问题。通过法教义学分析等

方法，力图揭示现有制度困境，厘清平台法律地位的模糊地带，构建平台责任认定的民法基础，并提出

完善平台责任制度的可行性建议，以期对规范平台行为、保障商家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

展贡献绵薄力量。 

2. “仅退款”规则概述及其引发的法律困境 

“仅退款”规则，作为电子商务平台售后服务体系中的一种特定机制，其核心内涵在于：在特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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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平台允许消费者在无需退回已收到的商品的前提下，即可获得已支付价款的全部或部分返还[1]。
该规则显著区别于传统的“退货退款”模式，其核心特征在于免除了消费者的退货义务，直接达成了退

款的结果。 
尽管“仅退款”规则在提升消费体验、解决特定交易难题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在实践中却日益

暴露出深层次的困境，核心在于该规则常常脱离甚至凌驾于买卖双方的基础合同关系之上，成为电商平

台凭借其技术和市场支配力单方面行使的一种“准司法权”。平台不仅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权与解释权，

且可以随意行使单方变更权[2]，更深度介入具体交易纠纷的裁判过程：它依据自身预设的内部标准，对

消费者的退款申请进行审核并作出最终判定(通常是倾向性地支持消费者)，且在判定后无需商家的同意

或司法确认，即可强制扣划商家被平台预先控制的资金用于赔付消费者。这一套集“规则制定”、“纠纷

裁判”、“强制执行”于一体的闭环运作机制，伴随着审核标准的模糊性、裁判过程的非透明性以及商家

有效申辩与救济渠道的严重匮乏，致使商家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当消费者滥用规则(如虚构质量问题、

恶意申请)或平台自身审核机制存在重大疏漏时，即使商品本身并无瑕疵或服务完全依约履行，商家也往

往在缺乏有效抗辩机会的情况下，面临“货款两空”的重大财产权益损失风险。例如，近日有部分商家

表示，买家利用 AI 虚构商品损坏图，以借此欺骗商家，达到“仅退款”的目的[3]。 
这种规则从根本上扭曲了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原始定位，其权力边界日益模糊，与平台内商

家依据《民法典》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财产权保障等基本民事权利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关系，需在民

法框架内对其权力边界与责任承担进行系统的审视与厘清。 

3. 电商平台在“仅退款”规则中的法律地位重述 

3.1. 平台权力与私法自治的学理辨析 

本节旨在系统梳理“仅退款”规则所涉的核心理论争点，为全文构建分析框架。传统民商法视域下

的“私法自治”原则，为电商平台通过服务协议获取初始管理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其权力运行曾被理

解为平等主体间的合同授权(合同授权说) [4]。然而，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学界对其权力性质的认

知已发生显著变化，另一种观点指出，平台凭借其技术架构与市场支配地位，使其规则制定与执行具备

了普遍约束力与单方强制性，从而呈现出“准公权力”的特征[5]；更进一步，“私权力”(Private Power)
理论则深刻揭示，平台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由私主体行使的、能够不对称地塑造和支配他人行为环境的

新型权力，其强度与影响已远非传统合同关系所能容纳。本文在此明确将“私法自治”界定为平台权力

的形式渊源，而将“平台权力”本身界定为一种在“仅退款”场景中实质运行的、能够单方强制处分商家

财产权的“私权力”。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界定，后文将深入剖析此种权力如何对商家权益构成威胁，从

而为构建相应的法律制衡机制奠定基础。 

3.2. 平台与商家法律关系的再审视 

厘清电商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审视“仅退款”规则中平台地位与责任的逻辑起点。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 9 条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定义及其所承担的法定义务，结合各平台普遍

采用的《平台服务协议》，也称为《入驻协议》或《商户服务协议》文本[6]，平台与商家之间的法律关

系在本质上应被定性为一种网络服务合同关系[7]。平台作为服务提供者，其主要义务在于为商家提供商

品或服务的展示空间、交易撮合、支付结算、信息技术支持等一系列网络经营场所服务及衍生服务；相

应地，商家作为服务接受者，其核心义务则在于遵守平台规则、支付平台服务费用并诚信经营。 
在此基础合同框架下，平台基于其技术优势和管理需求，在《服务协议》中普遍保留了对平台规则

(包括交易规则、争议处理规则、处罚规则等)的单方制定权与适时修改权，此即平台自治权(还包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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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台内经营者、用户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行为的指引、纠纷的解决等权力)的核心体现[8]。然

而，这种看似基于“契约自由”的自治权并非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电子商务法》第 32 条、第 34 条

明确要求平台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明确平台负有公示规则、修改前公

开征求意见、保障商家知情权与表达权等程序性义务；更重要的是，从《民法典》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

及公平原则出发，平台在行使其自治权时，不仅应严格遵守其与商家订立的服务合同约定，更应恪守诚

信义务，不得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或规则设置，不合理地免除或减轻自身责任、

加重商家责任、限制或排除商家的主要权利，否则将动摇其自治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可能触发相应的法

律责任。因此，在“仅退款”语境下，平台虽享有规则制定的空间，但这种自治权必须嵌入到服务合同

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并始终受到法律和约定的严格约束。 

3.3. 平台权力的性质分析 

在“仅退款”规则的具体运作中，电商平台所行使权力的性质，已无法再简单地将其归为纯粹的自

治范畴。诚然，平台制定规则、处理争议的权力，其初始授权基础来源于其与商家签订的《平台服务协

议》，此乃双方契约自由的体现。平台作为市场主体，依据合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能，旨在维护交易秩

序、提升效率。然而，当平台凭借其在特定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制定出对其平台内海量商家权益具有普

遍、重大且直接不利影响的规则，并通过其掌控的技术架构(如算法审核系统、资金控制系统)单方、强制

地加以执行——特别是无需商家同意即可直接扣划其保证金或待收货款，对商家的财产权进行实质处分，

此时，平台权力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其一，权力来源的公共化倾向。平台规则虽源

于合同，但其实际效力已远超合同的约定，具备对不特定多数商家的普遍约束力，有“准立法”的属性

[9]，实质上部分履行着规制网络市场的公共职能[10]。其二，权力行使的单方性与强制性。平台在争议处

理中集“制定者”、“裁判者”、“执行者”角色于一身，其裁决与执行过程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和充分

的程序保障，却直接对商家财产权产生终局性影响。其三，权力影响的公共性。平台决策不仅关乎个别

交易，更因其规则适用的广泛性、自动化处理的规模性以及资金扣划的强制性，对平台内众多中小商家

的整体营商环境和财产权安全构成风险，涉及不特定主体的经济利益。例如，平台依赖算法自动化审核

“仅退款”申请时，若存在漏洞或偏见，或消费者利用新技术(如前文提及的 AI 伪造商品损坏图)进行欺

诈，而平台未能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便仓促判定并扣款，这种权力滥用将导致商家财产权遭受侵害。因此，

在“仅退款”语境下，平台所行使的权力，虽然披着“私法自治”与“合同授权”的外衣，其内核已渗透

出强烈的“准公共权力”色彩，即一种由私主体(电商平台)基于其市场力量和技术控制力所实际拥有，并

对众多市场参与者(商家)的基本权利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产生广泛、强制性影响的权力[11]。正是基于这

种权力性质的转变，合同相对性原则和一般注意义务已显不足，亟需法律以更为严格的标准审视此类权

力，对其制定程序、执行机制等施加更明确的约束，并将平台滥用此种权力导致商家损害的行为纳入更

严厉的责任规制框架之中。 

4. 电商平台责任的民法理论基础 

4.1. 平台违反《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的责任 

《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

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

不合理条件。”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约束电商平台自治权，维护交易秩序并遏制电商平台滥用其相对

平台内商家的优势地位，保障平台内商家的公平交易权与自主经营权[12]。在“仅退款”规则的语境下，

平台若在制定或执行该规则的过程中存在滥用行为，则极可能构成对此条的违反。具体而言，当平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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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仅退款”适用标准过于宽泛、模糊，或预设的触发条件明显不合理地偏向消费者，使得商家因极

轻微、甚至不存在的商品问题或消费者恶意行为即面临高频率、高比例的“仅退款”扣款风险时，此种

规则设置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商家经营自主权和公平交易权的不合理限制。更为关键的是，平台在执行“仅

退款”规则时，若其审核机制缺乏清晰、透明的标准，审核过程流于形式或存在偏差，未给予商家充分

的举证机会和申辩时间，或者最为核心的——在缺乏明确合同授权或法定依据的情况下，对商家货款或

保证金进行随意的强制扣划，则此类执行行为直接构成了对商家财产权的不当干预和限制，无疑属于《电

子商务法》第 35 条所禁止的“附加不合理条件”。一旦司法或行政监管部门认定平台存在上述违反第 35
条的情形，平台将面临双重的法律后果：其一，行政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82 条，平台将受到市

场监管部门的责令限期改正、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其二，平台需对因此遭受实际损失的商家承担民

事责任。 
因此，《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为商家对抗平台在“仅退款”规则中的滥用行为提供了直接而有力的

法律武器，其责任构成的核心在于平台是否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规则制定或技术执行手段，对商家的

正当经营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施加了超越合理限度的、显失公平的限制或负担。 

4.2. 平台过错责任 

当电商平台以“纠纷处置者”的身份主动介入“仅退款”审核并作出终局判断时，其行为因直接处

分商家财产权而超越消极中立的服务范畴，转化为实质影响商家权益的积极行为。基于《民法典》第 1165
条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平台在行使此种“准司法”裁决权时，必须对商家承担显著高于一般注意义务

的审慎责任。该责任的核心要求体现为三：其一，平台需构建可靠的审核机制，能够有效识别典型恶意

行为模式(如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损坏图片等新型欺诈)及显失合理的退款请求，避免因算法漏洞或系统

缺陷导致误判；其二，在个案裁决中坚守客观中立立场，严格依据消费者提交的初步证据、商家抗辩材

料及订单全链路信息，依照经验法则与逻辑常理作出公允判断，杜绝仅凭单方模糊举证即武断支持全额

退款而漠视商家完整反证的显失公正行为；其三，必须通过合理申诉时限设置、便捷证据上传通道及有

效人工复核机制保障商家的实质性程序参与权，严禁以极短响应期或自动化驳回阻断其有效抗辩。若平

台因明显背离上述审慎义务而存在可归责的过错——典型如对其自动化审核系统中已知且可修复的重大

安全漏洞放任不管，导致恶意欺诈得逞；或预设审核标准及个案判定结果严重背离基本事实与生活常理；

抑或剥夺商家申辩机会造成程序正义实质缺失，并由此直接引发商家财产损失，则其行为已符合侵权责

任构成要件，需依据《民法典》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合理维权费用，且在平台屡犯同类重大过失或造成

行业性负面影响时，可探索引入惩罚性赔偿以强化威慑。此侵权责任路径独立于合同请求权，其法理根

基在于平台滥用其技术支配力及规则解释权，对商家财产权施加了非法侵害，故构成制衡平台“准司法”

权力的关键法律机制。 

5. 完善平台责任制度的建议 

基于前文所述，为有效化解平台权力扩张与商家权益保障的紧张关系，需从制度层面构建更具约束

力的平台责任框架。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5.1. 规范平台规则制定与执行权责边界，强化程序正义约束 

针对“仅退款”规则中平台凭借技术垄断与格式条款获得的单方制定权、裁决权与执行权三位一体

权力结构，必须通过程序将其打破：首先，规则制定环节加入强制民主协商机制，要求平台在制定/修改

核心规则(如“仅退款”触发标准、扣款权限)前，必须开展一定体量商家参与的公开听证会或不少于 15
日的深度意见征询，重点覆盖中小商家诉求；平台需对异议进行逐条书面回应，并将采纳情况、理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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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纳意见的替代方案在显著位置公示 7 日，使《电子商务法》第 32、34 条程序义务转化为具象的商家

赋权工具。 
其次，建立双轨实质审查制度，引入行政权力介入规则制订程序，平台生效规则须向监管部门强制

备案[4]，监管部门组建法律+技术+行业专家库，重点审查规则是否存在《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禁止的

“显失公平条款”(如过度宽泛的退款触发条件、明显失衡的举证责任分配)；同时授权地市监管部门对高

频投诉规则启动专项审查，对查实的不合理条款责令限期修正并处以阶梯式罚款，实现行政监管对格式

条款的事前校正，保证平台不滥用私权。 
最后，扣款执行与司法对接，在服务协议中明示扣款授权范围与限额，并设定资金冻结冷静期(商家

异议即暂停扣款)；对于争议金额超某一标准(比如 2000 元)或涉及新技术欺诈的案件，强制适用“司法保

留”：平台须将完整争议材料提交法院或经认证的第三方仲裁机构，在获得生效裁决文书后方可扣款；

小额扣款争议则通过平台预存保证金担保外加商家 7 日异议期实现风险对冲，彻底剥离平台对商家财产

的处分权。通过规则制定民主化、备案审查实质化、扣款裁决司法化的三重程序设置，有效维护商家权

利。 

5.2. 构建平台审核过错责任分层认定标准，明确赔偿范围 

针对平台审核权行使中过错认定模糊、赔偿标准缺位的困境，须建立“重大过失全责–一般过失比

例责”的分层体系：当平台存在重大过失，即对其明知或应知的系统性风险放任不顾(如算法漏洞未修复

致 AI 伪造图欺诈得逞)、背离基本事实的显失公正(如漠视商家发货全程录像而采信模糊照片)、严重剥夺

程序权利(如极短的申诉期)，应推定全责，赔偿范围覆盖错误扣划资金的本息、合理维权费，并针对反复

同类过错或造成行业性损害的情形探索惩罚性赔偿以震慑；若属一般过失(如复杂商品瑕疵认定的合理分

歧、非核心程序瑕疵)，则依过错比例酌减责任。同步创设阶梯式举证规则：商家初步证明损害及行为异

常(如短时间内被驳回反证)后，重大过失案件由平台自证无过错(需提交人工复核记录等)，一般过失案件

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探索三类赔偿标准：直接损失(本金 + 央行同期 LPR 利息)、间接损失(如
商誉损害，可按日均流水的一定比例计赔)、维权成本(如律师费、公证费等)，使司法裁判在技术黑箱与

商业复杂性中保持尺度统一，将平台审核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5.3. 完善商家权利救济渠道，建立高效、专业的争议解决机制 

直面中小商家在“仅退款”纠纷中面临的救济渠道缺失等问题，需构建二级递进式救济体系：第一

级，强制内部制衡，要求平台设立独立于运营体系的专业复审部门，赋予其对“仅退款”初判的审核权，

并规定平台执行扣款前必须经此程序，同时保障商家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充分申辩举证期，复审结论需

书面载明事实依据与规则适用逻辑；此举以平台资源实现高效纠偏，为商家建立低成本首道防线。第二

级，创新行业约束机制，由第三方中立机构运营专业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整合法律专家组成裁决组，

全流程在线受理商家与平台间关于规则滥用、审核过错、赔偿金额等核心争议。且该机制须具备申请极

简、费用可控、程序灵活、裁决专业等核心特征，成为商家对抗平台的核心武器。在以上两级救济渠道

均无法达成效果时，司法机关适时介入，充分发挥判决的指引功能[13]，如此，便可形成“自查→专业裁

断→司法兜底”制度闭环，以体系化力量打破平台对争议解决权的垄断，最终形成保障商家权益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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